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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器剥片实验作为打制实验的重要部分，其对象不仅是石核或工具，还能为重建史前石器
技术提供重要信息〔１〕。本文关注石英岩这一非优质原料，采用硬锤直接剥片的方法进行实验
考古学研究。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石英岩是一类较广泛利用的原料，如宁
夏水洞沟〔２〕、内蒙古乌兰木伦等〔３〕，石英岩比例都很高，而该类原料的主要剥片方法就是硬
锤直接剥片。本实验主要关注三个问题，原料、剥片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从破裂率、剥
片、裂片和碎片类型以及完整石片和石核的技术特征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

一　实验材料和方法

（一）实验材料
剥片实验用的石英岩全部采集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流域的基岩砾石层，距新近

发现的乌兰木伦遗址约６公里（图一）。该地点砾石层最厚约６米。
石英岩是一种主要由石英组成的变质岩（石英含量大于８５％），具有硬度高、结构紧密、晶

体结构独特并呈现出不同颜色及纹理、质地较脆等特点。前两个特点对于石制品打制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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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实验原料采集点地理位置示意图
　

来说是有利的，其在实验考古中属中等原料〔１〕。

本项研究还对石英岩这类原料进行等级划分，这一过程不太好操作〔２〕。一般来说，岩石

的内部结构决定它的质量等级，如硬度、均质性和脆性〔３〕。由于本次实验所采用的原料均为

石英岩，硬度和脆性作为质量分级指标意义不大，因此主要参考肉眼可见的均质性和颗粒大

小。一般规定，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将颗粒细腻结构致密的石英岩定义为等级好，将颗粒较

粗结构较为致密的石英岩定义为等级中，将颗粒很粗结构极不致密的石英岩定义为等级差。

为了避免因不同观测人员对原料质量分级造成的差异，该项工作由一人完成。

（二）实验设计

实验规定每件石英岩原料的整个剥片过程为一个事件（ｅｖｅｎｔ）。实验采用不包括石锤在

内的十八件石英岩进行剥片。石英岩砾石剥片前的状态称为初始石核。初始石核剥片过程

中，因原料内部节理或打制失误会断裂成两个以上的子石核，剥片结束后所剩废品称为最终石

核。石核剥片过程中会多次打击，但并不是每次打击都能得到剥片产品。产生剥片产品的打

击称为有效打击，每次有效打击剥下的产品称为剥片产品，包括完整石片、裂片、废片和碎片。

剥片实验之前，对十八件初始石核进行了测量统计。实验按石核数量平均分成Ａ、Ｂ、Ｃ三

组。每组的实验者打制经验相当，Ｃ组略差。实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实

验室进行。每个实验人员都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１．６米×２．８米的海绵垫子。三个组别的实

验人员分布在实验室的三个角落，平均距离约２米，以防止剥片产品飞溅而相互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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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每个剥片事件进行单独保管和分析。一个剥片事件的开始到结束以该初始石核第

一次剥片直到再也不能有进一步的有用石片产生为止，取决于石核极小的尺寸或缺少好的剥

片角度等因素。需要说明的是，一个石核如果在同一个台面甚至同一个剥片面一直有好的剥

片条件，则不刻意转换台面和剥片面。本次剥片实验也不采用修理台面技术，即所有的剥片产

品均来自剥片过程，而不会有修理台面过程产生的废片。

实验记录程序很严格。对每一名实验人员每一个剥片事件中的每一次有效打击产生的所

有≥１０毫米剥片产品予以收集，并按照打击的先后顺序进行单独编号。如剥片者Ａ即Ａ组

在第一个事件中第一次有效打击剥下的第一件≥１０毫米的剥片产品编号为ＡＣ１∶１．１。其中

Ａ表示组别，其后的Ｃ１表示石核即第一个剥片事件；比号后边的数字１是指在第一个事件中

第一次有效剥片，最后一个数字１则是指第一件剥片产品。事实上，每一次有效打击并不只产

生一件剥片产品，可能会同时产生二件甚至更多，所以在同一个事件中同一次有效打击其编号

可能会出现多个。不同剥片事件的标本分开放入标本盒。这样的编号设计和存放有利于下一

步的观察、统计和分析，以及迅速的拼合并评价破裂的模式。同时也能够将石核的整个剥制过

程变得可控，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件剥片产品产生于哪个时段。如此，石核的整个生命流程就变

得很清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次有效打击产生的≥１０毫米的剥片产品都有收集。对于一些更

小的剥片产品，如＜１０毫米的碎片，则不单独收集和编号，被留下直到每一个剥片事件结束再

进行统一收集装袋。碎片的分析主要对其数量进行统计，并测量总体重量。最终石核和该事

件的所有剥片产品放在一起分析。

二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一）剥片产品

１．破裂率　本次剥片实验十八件石核共产生了剥片产品一千六百八十八件，其中５－１０

毫米内的剥片产品数量最多，达到九百四十七件，超过半数；其次为≥１０毫米的石片，数量为

四百五十四件，占２７％；≥１０毫米的废片数量最少，为二百八十七件，占１７％。

从重量来看（表一），Ａ组剥片产品总重１８００克，其中＜１０毫米的废片占５％，≥１０毫米的废

片占１５％，石片占８０％。Ｂ组剥片产品总重３３９０克，其中＜１０毫米的废片占３％，≥１０毫米的

废片占１３％，石片占８４％。Ｃ组剥片产品总重２７７０克，其中＜１０毫米的废片占３％，≥１０毫米

的废片占１２％，石片占８５％。

以上实验数据说明两点。第一，硬锤锤击法石英岩剥片，从数量上来看，废片率较高，比例达

到７０％以上，即有超过７０％的剥片产品不是打制者预先想要的。但从重量上来看，超过８０％的

剥片产品属于石片，即石核体积超过８０％的改变都是打制者所预期的。可见，石英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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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各组剥片产品汇总

组别 统计 石片
废片

≥１０毫米
废片

＜１０≥５毫米
废片

＜５毫米
汇总

Ａ组

数量（Ｎ） １７４　 ９９　 ３９１　 ６６４

百分比（％） ２６　 １５　 ５９　 １００

重量（ｇ） １４３６　 ２６８　 ５１　 ４５　 １８００

百分比（％） ８０　 １５　 ３　 ２　 １００

Ｂ组

数量（Ｎ） １７３　 １４７　 ３２０　 ６４０

百分比（％） ２７　 ２３　 ５０　 １００

重量（ｇ） ２８５９　 ４５１　 ４６　 ３４　 ３３９０

百分比（％） ８４　 １３　 ２　 １　 １００

Ｃ组

数量（Ｎ） １０７　 ４１　 ２３６　 ３８４

百分比（％） ２９　 １０　 ６１　 １００

重量（ｇ） ２３５６　 ３４４　 ３９　 ３１　 ２７７０

百分比（％） ８５　 １２　 １．６　 １．４　 １００

于锤击剥片来说，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原料。第二，石英岩硬锤锤击剥片产品的废片率不受不同

打制者的影响。在本次剥片实验的三个组别中，各类型剥片产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重量上都

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１０毫米含完整石片和不含完整石片的剥片产品与相应有效打击次数的比值，称为破裂

率。计算方法是将≥１０毫米含完整石片数量除以有效打击次数得到剥片产品与有效打击次

数的比值，≥１０毫米不含完整石片与有效打击次数的比值计算则首先要减去完整石片数量以

及剥片过程中只产生了完整石片的有效打击次数。从剥片产品的破裂率来看，Ａ组每次打击

产生的剥片产品数量为１．５－２．３件，平均１．８件；Ｂ组１．８－２．７件，平均２．２件；Ｃ组１．３－

２．７件，平均１．７件；三组合计平均１．９件。而每次打击能够产生的非完整石片 Ａ组１．１－

２．２件，平均１．５件；Ｂ组１．７－２．７件，平均２．１件；Ｃ组１－２．４件，平均１．６件；三组合计平

均１．７件。三组比较，Ｂ组略高，但总体差别不大（图二）。

考虑到原料等级对剥片结果的影响，黑色三角和空心三角分别对应等级好和差的石英岩，

而无三角则对应等级中。一些等级好的石英岩原料并没有表现出每次有效打击会产生更多

的≥１０毫米剥片产品的优势。如Ｂ组Ｃ８原料等级为好，但其单次有效打击对应不含完整石

片的数量达到２．７件，是所有剥片事件中最多的。Ｃ组Ｃ２５也是如此。不过，等级差的原料其

单次有效打击产生的剥片产品平均值为２．２件，略高于所有剥片事件的平均值１．９件。而产

生的不含完整石片剥片产品的平均值为２．１件，高于所有剥片事件的平均值１．７件。可见，不

同质量的原料在有效剥片产品数量上会有一定影响。

以上数据分析说明三点。第一，采用硬锤锤击法进行石英岩剥片，平均每次有效打击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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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各组剥片产品（≥１０毫米）破裂率
　

要产生近二件剥片产品。而产生了不含完整石片的有效打击平均每次产生废片１．７件。两者

相差不大，即平均每次有效打击基本上会产生我们所需的产品，但同时也会产生对等数量的废

片。第二，不同打击者每次有效打击产生的剥片产品数量和每次有产生非完整石片的有效打

击所产生废片的数量上会有区别，这可能与剥片者的技术及经验有关。不过，由于难以对不同

剥片者的技术经验进行评估，所以在这里也不宜过于强调。但是很明确的是，每次有效打击产

生的剥片产品与废片的比值相当，如Ａ组为１．２，Ｂ组为１，Ｃ组为１。最终剥片结果最大的影

响因素应该是原料和剥片方法。第三，原料的质地对剥片产品结果有一定影响。相对来说，等

级差的原料平均破裂率要高些，即每次有效打击产生打制者所期望的剥片产品的同时，会产生

更多不必要的废片。

２．剥片产品类型（≥１０毫米）　从三组≥１０毫米的不同类型剥片产品来看，６２％具有石

片特征，其中有７５％为完整石片，占所有剥片产品的４６％。

　　表二 各组不同类型剥片产品（≥１０毫米）统计

剥片产品类型
Ⅰ型
石片

Ⅱ型
石片

Ⅲ型
石片

Ⅴ型
石片

Ⅵ型
石片
左裂片 右裂片 近端 远端 中段 废片

Ａ组
数量Ｎ　 １０　 ５３　 ２７　 １８　 ２６　 １５　 １９　 ５　 １　 ０　 ９２
比例％ ４　 ２０　 １０　 ７　 １０　 ６　 ７　 ２　 ０　 ３４

Ｂ组
数量Ｎ　 ５　 ６０　 ４９　 １０　 １１　 ２０　 １７　 １　 ０　 ０　 １３７
比例％ ２　 １９　 １６　 ３　 ４　 ６　 ６　 ０　 ０　 ４４

Ｃ组
数量Ｎ　 １０　 ２８　 ２６　 ３　 ６　 ２２　 ６　 ２　 ３　 １　 ４８
比例％ ６　 １８　 １７　 ２　 ４　 １４　 ４　 １　 ２　 １　 ３１

汇总
数量Ｎ　 ２５　 １４１　 １０２　 ３１　 ４３　 ５７　 ４２　 ８　 ４　 １　 ２７７
比例％ ３　 １９　 １４　 ４　 ６　 ８　 ６　 １　 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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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有石片特征的剥片产品与废片之间的比例即废片率来看，Ａ、Ｂ、Ｃ三组并没有表现出太大

的差异性。Ａ组废片率为３４％，Ｂ组为４４％，Ｃ组为３１％，三组平均３８％。单从具有石片特

征的剥片产品来看，Ａ、Ｂ、Ｃ三组在完整石片和裂片的比例上差异不大，Ａ组完整石片占具有

石片特征剥片产品的７７％，Ｂ组为７８％，Ｃ组为６８％。

实验结果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裂片，包括左、右裂片，近、远端和中段。经统计三组裂片占所

有剥片产品的比例平均为１６％，其中Ｃ组略高。从不同类型裂片的数量上看，三组表现一致，

均以左、右裂片为主，近、远端数量很少；中段仅在Ｃ组出现一件。此外，裂片对应类型在数量

上并不对等（表二）。

以上统计说明三点。第一，在≥１０毫米的剥片产品中，废片率较低，在３０％－４０％之间。

这些废片不见打击点和半锥体等标志性石片特征，两个面都比较平整，可以推测是在剥片过程

中被震落下来的，并没有直接和石锤接触。废片的产生对于石核剥片这样一个递减的过程来

说是一种无益的消耗。石英岩硬锤锤击剥片较低的废片率，表明石英岩是一种较好的剥片原

料，而锤击法也不失为一种较适宜的剥片方法。第二，除废片外，在具有石片特征的剥片产品

中，完整石片的比例约占７０％，高出了非完整石片近四十个百分点。结合主要是为了得到≥

１０毫米完整石片的实验目的，可见石英岩锤击剥片能够产生足够多打制者预期的剥片产品。

第三，本次实验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裂片。不同组之间的裂片率有一些差异，可能与剥片者的技

术和经验有关。在这些裂片类型中，以左、右裂片为主，比例约９０％。此外，裂片对应类型数

量不对等，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拼合。通过对实验石核的拼合，发现有些裂片的另一半是在

下一次有效打击时掉下的，而个别则变成了数件碎片。

本实验采用可控的剥片过程和剥片事件记录方法，清楚地知道每一件剥片产品产生于哪

一次有效打击。如果将一个完整剥片事件的所有有效打击次数分为不同阶段，再结合剥片产

品类型进行分类统计，那么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个阶段产生剥片产品的类型。本项研究将每

个剥片事件的有效打击次数平均分为六个阶段，并按组统计每个阶段产生的剥片产品类型比

例。剥片产品类型主要区分Ⅰ－Ⅵ型石片、裂片和废片。统计结果如图三，可知以下四点。第

一，各组在各剥片阶段剥片产品类型的比例上差异不大，这可能主要受限于剥片方法的简单

性，其不会在剥片者之间造成太大的影响；也可能与石英岩的锤击破裂机理有关，在采用锤击

法剥片时，其自身的破裂机理会减少来自不同剥片者的影响。第二，从所有剥片产品的比例来

看，废片和完整石片的比例在各个阶段都是最高的，并且几乎对等。裂片相对较少。这一点与

前文分析的破裂率结果一致。可见每次有效打击产生的剥片产品数量与非完整石片剥片产品

数量在不同剥片阶段都有一致的表现。第三，从完整石片的各个类型来看，Ⅱ型石片在各个阶

段都占有极高的比例，其次为Ⅲ型石片，Ⅵ型、Ⅴ型和Ⅰ型石片平分秋色，不见Ⅳ型石片。总的

来说，石皮台面石片要多于破裂面台面石片。这主要与剥片方法和剥片实验设计有关。本实

验规定只要有适于进一步剥片的条件，则不刻意转换台面，必然要产生较多的石皮台面石片。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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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各组不同阶段剥片产品（≥１０毫米）类型比例图
　

而在石皮台面石片中，由于Ⅰ型石片一般产生于第一次剥片或者在转换台面后的第一次剥片，

其数量必然有限。第四，不同阶段各类型剥片产品的出现频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趋势。相对

来说，Ⅰ型石片在较晚剥片阶段出现的频率略低，但其在最后阶段仍有出现。如Ａ组在第五

和六阶段都有出现，表明Ａ组在最后剥片过程中还转换了台面。Ⅱ型石片和Ⅲ型石片则在各

个阶段都有占有较高的比例。Ⅴ型石片和Ⅵ型石片在各个阶段也都有出现，并没有表现出越

在后期阶段出现频率越高的趋势。

３．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　保存了石片的台面、打击点、半锥体、放射线、锥疤、同心波等。

如果是完整石片的话，则还保存了石片的边缘形态、远端形态、腹面形态等信息。很多研究者

对实验标本的研究都将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单独列出来进行统计〔１〕。

本实验产生完整石片三百四十二件，近端八件。各组比例差别不大。

从台面类型上看，本次实验共出现自然台面、破裂面台面、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四类。自

然台面在各组中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平均超过了７０％，其中最高者Ｂ组为７９％，Ｃ组为

７８％，Ａ组为６８％。破裂面台面和点状台面、线状台面比例差别不大。可见，剥片方法和剥片

—９８２—

刘　扬、侯亚梅：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１〕 Ｔａｌｌａｖａａｒａ，Ｍ．，Ｍａｎｎｉｎｅｎ，Ｍ．Ａ．，Ｈｅｒｔｅｌｌ，Ｅ．ａｎｄ　Ｒａｎｋａｍａ，Ｔ．Ｈｏｗ　ｆｌａｋｅｓ　ｓｈａｔｔｅｒ：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３７：２４４２－２４４８；Ｋｎｕｔｓｓｏｎ，Ｋ．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ｏｎｅ
Ｔｏｏｌｓ：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ｉ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ｉｎｔ　ｉｎ　Ｖ ｓｔｅｂｏｔｔｅ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ｗｅｄｅｎ．Ｕｐｐｓａｌａ，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Ｕｐｐｓａｌｉｅｎｓｉｓ．１９９８．



实验的设计会影响石片台面类型，从而影响到石片类型，特别是自然台面和破裂面台面石片的

比例。这种差别在前文对剥片产品类型的统计中已经看到，但又有微小的差异，即此处统计的

自然台面和破裂面台面石片的总和分别要小于前面统计Ⅰ－Ⅲ型石片和Ⅴ、Ⅵ型石片的总和。

是因为在统计剥片产品的类型时，一些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石片结合实际的剥片过程以及后

期的拼合结果分别将其归入了对应的各型石片中。三组在石片台面类型比例上的极小差异也

表明剥片方法是影响石片台面类型的主要因素，而非不同剥片者之间的差别。破裂面台面的

形成，主要是台面转换造成的。但由于台面转换的次数有限，从而使得破裂面台面十分有限，

平均为１０％。值得关注的是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的出现，可能与石英岩的性质和打击点的落点

有关。石英岩脆性较高，当打击点落在石核台面边缘的时候，就容易形成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

所有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台面宽和厚度的测量统计结果显示，具有比较好的正相关性，即

台面越宽，石片厚度也就相应增加。主要是因为在实验的设计中并没有强调要剥下薄型石片，

剥片者主要追求尺寸较大的石片，而宽型台面往往会带来理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剥片者想

要获得尺寸较大的石片，就会带来台面厚度较大的石片。可见，剥片者的技术经验很大程度上

造成了石片台面厚度和宽度的正相关性，即剥片者可能还没有能力去控制石片的厚度。

对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台面内外角统计显示，石片内角平均值大于９１度，而石片外角则

要小于８８度。因为大的石片内角意味着在石核阴面会留下小的台面角，从而有利于下一次剥

片。石片外角则是石核剥片面台面角的反映。有一部分石片外角要大于９０度，意味着该件石

片在剥下来之前，石核的台面角已不适合剥片。迪布尔（Ｄｉｂｂｌｅ）在他的可控实验中，就提到实

验中存在较高的石片外角，而它们的上限一般是９０度〔１〕。他指出这一方面可能是测量错误，

因为石片外角的测量不好操作；另外硬锤锤击法也往往容易造成大的石片外角。本实验具有

较大的样本量，其显然倾向于支持后一种推测，即剥片方法会影响石片外角的大小。此外，通

过对三百五十件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内外角的统计，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一是石片

内、外角在不同的石片个体上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对于一批石制品来说，总体分布在９０度附

近；二是石片内、外角总体上互补，这也验证了迪布尔的实验结果〔２〕。当然，后一点是否在不同

原料或者采用不同剥片方法产生的剥片产品上仍能观察到这一结果，则还需更多的实验来证明。

完整石片和近端的腹面特征统计显示，打击点和放射线几乎在所有完整石片和近端上可

见，其中打击点平均比例达９７％，而放射线平均比例达９５％。三组表现一致。这可能主要与

使用的锤体有关。在德里斯科尔的石英剥片实验中，硬锤锤击法和砸击法石片的打击点比例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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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高，分别为９６．２％和９５．７％，而使用软锤锤击法则为７８．８％〔１〕。

与打击点和放射线比例较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锥疤和同心波比例极低，前者平均６％，

后者平均５％。不同组别之间体现出一些差异，特别是Ｃ组，其没有发现有锥疤的石片，而同

心波的比例也仅为１％。这反映出不同剥片者对这两项特征的可能性影响。此外，通过对锥

疤和同心波出现在不同质量原料上的考察，它们在优质原料剥片产品上出现频率较高。以锥

疤为例，在八件优质石英岩石核中有五件的剥片产品出现了锥疤，比例为６２％，而中等石英岩

原料比例为１５％，劣等石英岩原料比例为０。这一点也可以从德里斯科尔的剥片实验得到启

发。他对石英和燧石剥片实验对比后发现，同样采用软锤法和硬锤法，在同心波的出现比例

上，石英只有两件石片有明显的同心波，燧石石片则只有一件没有同心波。同样，对锥疤的考

察，石英只有５％有明显的锥疤，而燧石石片的比例则高达８８％〔２〕。可见，锥疤和同心波在石

片上出现的比例，与原料有很大关系，而与使用的锤体、不同的剥片者等关系不大。当然，同一

原料或者不同原料在不同剥片方法如软锤法、压制法、锤击法上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还有待相

关实验来证明。此外，约３０％的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观察到了明显的半锥体，各组比例相当。

石片腹面特征较为特殊的一类是具有两个或多个半锥体的石片，又称双锥石片。本次实

验中，双锥石片出现较少。三组一共十二件，占所有完整石片和近端石片的３％；各组之间差

别不大。在剥片的过程中，剥片者常常在选择了一个较佳的台面和剥片面后，随即会选择一个

图四　双锥石片
１．ＢＣ８∶７．１　２．ＣＣ２５∶１７．２　３．ＢＣ８∶４．１　４．ＢＣ７∶１．１

５．ＡＣ２∶２８．１　６．ＢＣ１０∶１９．１　（１、２、６．转移打击点，３－

５．打击点落点分散）

　

好的石锤着力点进行打击。但是，一次甚至多

次锤击可能并不会剥下预期的石片，而此时石

核打击点处的原料内部已经形成了贝壳状的隐

形裂痕〔３〕，但是打制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是转换了打击位置，并成功剥下了石片，同时

将已形成的隐形裂痕带下来并留在了该件石片

上从而形成了双锥石片（图四，１、２、６）。或者打

制者在剥片时，石锤的落点不集中，每次都会有

一定距离，导致石核内部形成多处贝壳状隐形

裂痕（图四，３－５）。由此可见，双锥石片可能具

有打制者剥片经验方面的指示意义。

石片侧边形态主要观察到了汇聚、反汇聚、

扇形、平行或准平行、不规则五类，边缘形态则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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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完整石片技术长、宽和最大长、宽分布散点图
　

图六　剥片实验产生的石片
１、３－５．长形石片（ＡＣ６∶６．１、ＡＣ６∶５．２、ＢＣ１０∶３３．２、ＣＣ１７∶７．２）　２、６．长形废石片（ＡＣ５∶１４．１、ＣＣ１７∶８．３）

　

主要分为锯齿和平滑两类。从侧边形态上看，这些剥片产品更趋向于不规则形，三组平均比例

为４０％，最高者Ｃ组为４５％。其次是汇聚和平行或准平行，两者比例相近。扇形最少。边缘

形态的统计中，平均７８％为锯齿状，这可能与石英岩的本身结构有关。较好的石英岩虽然颗

粒较小，也较为致密，但还是不如燧石、黑曜岩等优质原料细腻。

没有数据显示不同组石片长宽比有什么不同（图五）。可见不同剥片者对本次实验完整石

片的尺寸影响不大。完整石片长宽等比特征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还有少量的石片技术长是宽

的二倍以上，这些石片两侧边如果平行的话，就是所谓的长形石片。

本次实验产生了一定数量长形石片和长形废石片（图六），它们的技术长是技术宽的二倍

以上，而且两侧边近似平行。长形石片和长形废石片在三组均有产生，并且在不同等级原料上

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在本次剥片实验中，剥片者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原料都不是

产生该类剥片产品的因素，而且也不是剥片者预期的剥片产品。它们是剥片过程中无意产生

的。这样偶然产生的长形石片显然不具备特定的技术如石叶技术的指示意义。

在面对一批新的石制品标本时，长形废片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在其腹面观察不到石片的

基本特征，甚至没有台面（图六，２、６）。但很难将长形石片与具有特殊剥片技术和文化指示意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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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石叶区别开来。这个问题已经有研究者〔１〕意识到，并认为可以从石叶的技术和背脊属性

来进行区别。技术属性认为是从预制平直脊的石核上剥离，但这样的判断有时会显得过于理

想化，因为考古发掘出来的标本具有不确定性，即不一定每一批标本都能发现所有相应剥片技

术特征的石核。此外，从背脊属性区分长形石片和石叶也并不容易（图六，１、３－５），背脊与石

叶的预制背脊没有区别。但是ＡＣ６∶６．１、ＡＣ６∶５．２实际上是可以拼合的，后者是从其右侧

剥下来的一件普通石片。事实上，普通长形石片和真正意义上的石叶难有可靠的区分方法，只

有将这类标本放入整个石制品组合中即对这批石制品的剥片技术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再去

判断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４．曲率、石皮和远端形态　腹面曲度区分直、凸、凹三种。本项实验只对完整石片的腹面

曲度进行了统计，标本量为三四二件。三组平均６５％的完整石片其腹面曲度为直；曲度为凸

和凹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１８％和１７％。德里斯科尔对石英的剥片实验结果表明，没有什

么变量显示出对石片曲率有较为直接的影响〔２〕，这些变量包括剥片技术、原料来源等方面。

然而同一实验中的燧石石片其腹面都为凸，显示出与原料有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３〕。可见，

原料是影响剥片产品腹面曲度的重要因素。

本次实验采用的是基岩砾石层石英岩砾石，在剥片之前石皮比例为１００％。剥片之后，对

所有≥１０毫米剥片产品背面石皮比例分六个阶段进行统计。统计采用等级制，主要分成四个

等级，即０％（无石皮）、１－４９％、５０－９９％和１００％（全石皮）。统计结果如图七。不同组在不

同阶段的石皮比例相差很大，如在第一阶段全石皮背面剥片产品Ａ组仅为１５％，而Ｃ组则将

近６０％；在其他各个阶段也存在类似情况。很显然，细化阶段的石皮比例受到了不同剥片者

的影响，但也不排除由于细化阶段后各阶段标本量过少而影响对比结果。但总的来看，三组都

表现出阶梯状变化的趋势，即越早期剥片阶段，全石皮剥片产品比例越高；越晚期剥片阶段，无石皮剥

片产品比例越高。可见，背面石皮比例可能对于判断石核剥片率和石核剥片阶段具有一定指示意义。

不分剥片阶段，从所有剥片产品的背面石皮比例来看，背面石皮＜５０％的剥片产品比例占

８０％，其中无石皮剥片产品最多，占４４％。而全石皮的剥片产品数量最少，仅９％。这与德里

斯科尔的石英剥片实验结果一致〔４〕，他的实验背面石皮＜５０％的剥片产品比例在７４％－

８３％，略微受到不同原料产地的影响；而全石皮剥片产品则仅为４％－１２％。对比表明，一批

石制品背面石皮的比例不会受到原料的影响，其一般规律是全石皮剥片产品比例最少，而较少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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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各组不同剥片阶段背面石皮比例图
　

石皮（＜５０％）剥片产品比例最高，一般约８０％。在剥片过程中，全石皮剥片产品的产生主要

是在原料的第一次开料和剥片中途转换到石皮台面和石皮剥片面，其数量必然要少；如果具备好的

剥片条件，没有必要一直转换台面和剥片面，其产生的石片背面基本上都是很少或没有石皮的。

剥片产品的远端形态主要分为羽状、阶梯状、贝壳状、翻转（ｐｌｕｎｇｉｎｇ）和不规则等五种。

其中，羽状远端形态的比例平均超过了７０％，在三组之间差别不大，其中Ｃ组最少，为６２％；Ｂ

组最高，为８０％。贝壳状、阶梯状和不规则远端形态比例接近，平均约１０％。翻转远端形态比

例最少，平均仅１％。Ｂ组和Ｃ组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Ｃ组阶梯状与羽状远端形态的比值

相对要高。这表明不同剥片者对石片远端形态可能是有影响的。阶梯状的远端形态表明石片

在剥离核体过程中折断，这一方面可能受到原料自身性质如节理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可能受到

剥片者技术经验的影响。单从石片远端形态的统计，Ｃ组打制者剥片经验要少些，这与我们对

不同剥片者剥片熟练程度的估计一致。

德里斯科尔的石英剥片实验显示，羽状远端形态占主要部分，且不受原料和剥片技术的影

响〔１〕。而迪布尔以玻璃为原料进行的剥片实验也显示羽状远端形态占所有剥片产品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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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１〕。可见，不管什么原料，羽状远端形态都是石核剥片最容易形成的。

（二）石核

十八件初始石核或剥片事件共产生最终石核二十六件。这表明初始石核在剥片事件中发

生了断裂。一共有七件初始石核发生了断裂，断裂率为３８％。其中，有一件初始石核断裂并最

终形成三件最终石核，六件分别断裂成二件。断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原料内部节理导致在初

始石核受力后沿节理断裂；二是在剥片过程中造成初始石核内部隐性破裂，并在某次打击后造

成最终断裂。

根据石核台面的数量，有单台面石核九件，双台面石核十一件，多台面石核六件。这意味

着只有３４％的石核（包括初始石核和子石核）始终没有发生台面和剥片面的转换。对比实验

的设计“只要有适于下一次剥片的条件即不转换台面和剥片面”，可以推测：第一，并不是每次

有效打击都会给下一次剥片形成好的剥片角度等条件，因此需要转换台面；第二，多台面石核的

出现，确实可以反映剥片者对石核的利用情况，即有尽可能从该石核上剥下更多石片的愿望。

图八　初始石核重量和剥片产品数量关系图

初始石核总重量１３０６５、平均７２５克，

最终石核总重量５０１６、平均１８６克。最终

石核总重量是初始石核总重量的３８％，三

组比值相当。从最终石核停止原因上看，

４０％是因为核体太小，６０％是因为缺乏合

适的剥片角度，其中有一件两者兼有。

关于石核大小与可产生剥片产品数

量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

实验采用的原料均为石英岩，其密度相差

不大，因此石核的重量基本能够代表其大小。分析结果表明，≥１０毫米剥片产品数量与初始

石核重量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两者之间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图八）。

三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对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法进行实验考古学研究，并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实验结果

进行了分析。研究从破碎率，剥片、裂片和碎片的类型以及完整石片和石核的技术特征等几个

方面为研究者理解石英岩在硬锤直接剥片方法下的破裂机理以及石英岩与剥片技术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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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供了详实的实验数据，为含石英岩原料考古遗址的古人类技术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

验对比材料。

在本项研究中，剥片产品的大部分技术特征在不同剥片上都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异，除了

在石片的裂片率和远端形态，相对较差的剥片经验会造成较高的裂片率和阶梯状远端形态。

双锥石片的出现也表明剥片者剥片技术经验的不熟练。总的来看，较低的破裂率和废片率表

明石英岩是一种较好的剥片原料，并适用于硬锤直接法剥片。此外，通过对剥片产品技术特征

的分析也得到了一些认识，如六型石片分类法可能对于判断石核利用率和剥片阶段不具备指

示意义，而石片背面石皮比例和最终石核类型则可以。

从石核的角度来讲，初始石核在剥片过程中常常会断裂，这表明在一批考古石制品中，最

终石核的数量一般要多于打制者利用初始原料的数量。多台面石核的出现反映出较高的石核

利用率。石核大小与剥片产品数量不具备相关性，大石核并不代表能够产生更多的石片。

将本实验结果与他人对燧石和石英硬锤直接剥片实验结果〔１〕对比（表三），表明在采用同

一剥片方法的前提下，原料是影响剥片产品技术特征以及最终石核特征的重要因素。

　　表三 燧石、石英岩和石英实验数据比较表

技术特征 燧石 石英岩 石英

最终石核构成 完整石核 ３０％断裂 ２０％断裂

剥片产品组成 基本全是完整石片 ６２％具有石片特征 ＜５０％具有石片特征

完整石片形态 长、窄、薄 长宽基本等比，较厚 短、宽、厚

石片组成 基本全部完整 １６％裂片 基本全部裂片

腹面曲度 全部为凸 ６５％直、１８％凸、１７％凹 ４３％直、５１％凸、６％凹

石片规则性 基本全部规则 大部分规则 基本全不规则

锥疤 基本全有 ６％有 基本没有

同心波 基本全有 ５％ 没有

有打击点和放射线 基本全有 超过９５％有 超过９５％

远端形态 基本为羽状 超过７０％为羽状 超过半数为羽状

　　（二）讨论

实验结果最终要回到与考古材料的对比和讨论上。本次剥片实验研究对考古材料的解释

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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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原料与破裂率　本项实验石英岩硬锤锤击剥片破裂率为１．９。对比德里斯科尔的实

验〔１〕，石英的破裂率为５．４，燧石的破裂率为１．２。这意味着，不同类型原料在对等利用的情

况下，它们的剥片产品在数量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一个遗址优质原料石制品数量比劣质

原料石制品少，并不能说明前者的利用率低。反过来说，劣质原料因为会产生大量的废片和碎

片，相对来说其蕴含的剥片技术等人类行为方面的信息容易淹没在这些不起眼的剥片产品之

中。这提醒我们在面对劣质原料石制品时需要加倍认真对待。如果说要探讨旧石器时代原料

与技术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及影响，位于东方的劣质原料区需要考古学者更多的重视。

２．有关石核剥片阶段和利用率　石核剥片阶段和利用率主要通过石核和石片类型、石片

背面石皮比例来进行研究。

托斯（Ｔｏｔｈ）的六型石片分类法〔２〕介绍到中国后，被广泛引用。在一批石制品中，Ⅰ－Ⅵ

型石片的比例被认为是反映石核剥片率和剥片阶段的重要指标〔３〕。如石皮台面石片特别Ⅰ

型石片的比例代表较低的石核利用率和较早的剥片阶段；而破裂面台面特别是Ⅴ型和Ⅵ型石

片的比例则代表了较高的石核利用率和相对较晚的剥片阶段。本实验采用的记录方法可以清

楚的知道每一件剥片产品产生于哪次有效打击，有利于进行阶段统计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完

整石片的不同类型在石核剥片的六个阶段比例不等，Ⅰ型石片在最后阶段仍有出现，而Ⅴ、Ⅵ

型石片在早期阶段也有出现。考虑本实验的目的是要让每件石核剥片到无法进行为止，意味

着它们的利用率是一样的。因此，在利用六型石片的比例来判断石核剥片率和剥片阶段需要

谨慎。至少本项实验研究表明不能一概而论，因为Ⅰ型石片和Ⅵ型石片均可以在各个剥片阶

段出现〔４〕，并且在不同阶段比例上没有表现出具有剥片阶段指示意义的差异。

在一次剥片事件中，所有剥片产品背面石皮比例不会受到不同原料和剥片技术的影响，总

体上都是以背面石皮＜５０％的剥片产品为主。这意味着，如果一个遗址背面石皮＜５０％的剥

片产品比例很少，则可能存在石核和背面石皮＜５０％的剥片产品迁出或背面石皮≥５０％的剥

片产品迁入。不同阶段石皮比例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变化，越早期剥片阶段，全石皮剥片产品

比例越高，越晚期剥片阶段，则相反。这表明，背面石皮比例可能可以作为判断石核利用程度

的一个指标。

３．裂片类型与数量　本实验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裂片（１６％），以左、右裂片为主（９０％）。可

进行拼合的裂片对应数量并不相等。通过对一件石核的完整拼合，发现有些裂片的另一半保

—７９２—

刘　扬、侯亚梅：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１〕

〔２〕

〔３〕

〔４〕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ｑｕａｒｔ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Ｉｒｅｌ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ｕｂｌ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ｈ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ｅｌ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Ｃ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
Ｔｏｔｈ，Ｎ．Ｔｈｅ　Ｏｌｄｏｗａｎ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ａ　ｃｌｏｓｅ　ｌｏｏｋ　ａｔ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ｏｎ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５，１２：

１０１－１２０．
Ｔｏｔｈ，Ｎ．ａｎｄ　Ｓｃｈｉｃｋ，Ｋ．Ｔｈｅ　Ｏｌｄｏｗａｎ：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Ｓｔｏｎｅ　Ａｇｅ．Ｓｔｏｎｅ　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Ｇｏｓ－
ｐｏｒｔ．２００６．
Ｊｅｌｉｎｅｋ，Ａ．Ｊ．Ｔｈｅ　Ｔａｂｕｎ　Ｃａ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２，２１６：１３６９－１３７５．



留在石核上，并没有与该裂片同时剥落；而个别裂片的另一半则变成了数件废片。拼合作为石

制品研究中将众多单元相互连接以复原操作链的工作，往往被作为复原打制现场分布、技术特

征、打制阶段、埋藏状况甚至是否有石制品的迁入和迁出等方面的重要证据。本实验裂片类型

和数量的结果分析表明，石制品拼合特别是裂片之间的拼合对于解释遗址埋藏、石制品迁入和

迁出等问题时要慎重。

４．锤击法对石英岩剥片的适用性　技术的目的是要解决特定的问题，其会根据人类的需

求而进行选择或调整。这意味着在面临某种特定的原料时，需要有一种最为适用的剥片方法。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锤击法是适用于石英岩剥片的较佳技术。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从重量上来看，８３％的剥片产品为石片，废片比例不到２０％。这表明石核在剥片

过程中体积上的改变大部分是打制者所预期的。锤击法对于石英岩剥片是一种较为可控的方

法，产出比较高。第二，≥１０毫米剥片产品的破裂率为１．９，即每次有效打击会产生大约两件

剥片产品。如果其中一件是打制者所预期的，那么同时只会产生一件废片。这表明石英岩锤

击剥片不会有太大的浪费，是一种高效率的剥片方法。第三，≥１０毫米剥片产品超过６２％具

有石片特征，其中７５％属于完整石片。在≥１０毫米剥片产品即可利用的剥片产品中，废片的

比例对石核剥片这样一个递减的过程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无益的损耗。石英岩锤

击剥片较低的废片率表明其是一种较好的剥片原料，并且也比较适用于硬锤锤击剥片。在不

统计废片的前提下，完整石片的比例高出不完整石片近四十个百分点，也进一步表明石英岩锤

击剥片能够产生足够多的打制者预期的产品。

锤击法对于石英则没那么高效，且得到的剥片产品大多是毫无形状可言的〔１〕，所以古代

先民主要采用砸击法来适应它。

５．遗址性质和功能　石制品组合的多样性（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判断遗址性质和功能

的一个重要方面〔２〕。宾福德（Ｂｉｎｆｏｒｄ）等通过民族学的方法来对考古遗址石制品组合进行考

察，进而推测遗址的性质以及该人群的生活组织形式，对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３〕。实

际上，除民族学的方法外，实验考古学的研究也能为遗址性质和功能的判断提供依据。如有学

者对非洲豪伊森关口（Ｈｏｗｉｅｓｏｎｓ　Ｐｏｏｒｔ）遗址石制品进行研究时，通过对其中可能属于镶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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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进行模拟实验，证实该遗址是一个存在多样狩猎技术的狩猎遗址。

一个受后期埋藏影响较小的遗址，其能够较好的保存古人类当时活动的信息，包括剥片生

产、工具制作乃至其他生活行为等。要判断古人类是否在遗址进行了剥片生产和石器加工等

行为，主要从石制品组合及其比例来分析。如是否有一整套石器制作和加工的产品，包括石

核、石片、碎片和废片、工具等，它们的比例如何。而将遗址石制品组合及其比例与实验结果进

行对比，无疑会增强遗址性质和功能判断的可信度。

６．人类行为　石制品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探讨背后的人类行为。模拟实验可以通

过模拟古人类的技术行为来将今论古。

实验中产生了３％的双锥石片。双锥石片有两种类型：一个是两个打击泡属于同一个台

面，其形成原因是打击落点不集中；另一个是两个打击泡分属不同的台面，形成原因是打击点

转移。两者形成的共同原因是剥片者在石核上首次选择了一个较佳剥片位置后，经过数次打

击，在石核内部已经形成了隐形贝壳状断口。然而剥片者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以为此

处不适宜剥片，而转移了打击点。从这一点来讲，双锥石片的形成与剥片者的打制经验有很大

的关系。如果在遗址中发现有一定比例的该类石制品，则可能意味着存在少数剥片经验相对

不多或者属于练习者的剥片人员，值得进一步探讨。

　　附记：本项研究是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１地点动物考古学研

究”（批准号：２０１７ＢＳ０４０４）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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